第二节  进入招商局

1935年9月，毛啸岑家来了一位客人，是同乡陆荣光。

陆荣光，出生吴江盛泽，192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会计系，留校任助教数年。北伐战争后，由邵力子介绍进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任总干事，后又转入交通部电政司会计科任科长，不久即升交通部会计长，深得部长张公权、俞飞鹏及国民政府主计长陈其采的器重。现在，他正任国民政府交通部会计局副局长。

两人谈着各自的情况。毛啸岑说了协助王西神创办正风文学院的事，并说现在学校教学工作已经正常。但这正风文学院比较封闭，谈话中流露出了想换换环境的意思。

过了几天，陆荣光又来找毛啸岑，说有家招商局，是国营轮船公司，分公司遍及沿海各大口岸，前天，碰上了招商局会计科长章鼎峙，他在物色一个人事股长的人选。陆荣光就介绍了毛啸岑，章鼎峙听了情况也很满意，问毛啸岑意下如何。

毛啸岑很感激这位陆荣光，这么快就有了消息。

事有巧合，毛啸岑有两个同乡都叫陆荣光。他当年编辑《新黎里》报时，出生芦墟的豪绅陆映澄，字荣光，是他的死对头。而这位出生盛泽的政界人物陆荣光，却这么热心助人。

经过陆荣光介绍，1935年9月毛啸岑进入了招商局会计科任人事股长，开始了机关公务员的生涯。

会计科长章鼎峙也毕业于复旦大学，与陆荣光是校友，为人和蔼可亲。毛啸岑一进招商局，章鼎峙就很器重他。招商局在环龙路（现名南昌路）上海别墅租了一幢三层楼房，章鼎峙叫毛啸岑和他一起搬过去住，章家住在二楼，毛家住在三楼，底层客堂间公用，两家的关系也就更为密切了。

各分公司的会计人员，都由总公司会计科管理，这对毛啸岑来说，是个新的工作领域。毛啸岑尽心地工作，协助章鼎峙在人事管理上提出了一整套新的方案，会计科的工作井然有序。

进入招商局后，社会活动多了，毛啸岑的能力又得到了充分发挥。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毛啸岑又见到王绍鏊。二人见面，感慨万千。

原来，1927年，毛啸岑协同王绍鏊开展反对孙传芳、策应北伐军的工作时，北伐军未到，他们的活动却被孙传芳获悉，通缉令下来，王绍鏊不得已再次亡命武汉，毛啸岑也就与他失去了联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王绍鏊回上海发起“中华民国救济会”，动员各界捐款救济东北难民；又去北京与蓝公武、章伯钧等发起组织“救国协会”。当时，毛啸岑忙于“第三党”活动而未能与王绍鏊碰面。1933年春，王绍鏊到张家口参加冯玉祥、方振武将军组织的抗日同盟军。抗日同盟军起事失败，经过一段迷惘后，遇到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黄申芗，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由于身份和社会关系，组织上安排王绍鏊从事对国民党和社会上层人物的联络工作。王绍鏊于1933年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然这是秘密的，王绍鏊是以民主人士身份出现于社会的。

王绍鏊见到毛啸岑，得知他在招商局工作，亦很高兴，要他与招商局的人搞好关系，对以后的革命会有用的。毛啸岑听了王绍鏊的话，感觉到王绍鏊对自己还是信任的，心里很是兴奋。他向王绍鏊表示，只要抗日需要，他还是愿意冲锋陷阵。王绍鏊要他等消息，说自己会与他联络的。

毛啸岑回到家里，向沈华昪讲了与王绍鏊相遇的经过。从毛啸岑眼神里，沈华昪看到了一种新希望。他们在等待着王绍鏊的到来。
王绍鏊没有等来，1936年1月等来了一份南社纪念会的信函：

本会第二次聚餐会于二月七日下午六时在福州路四三五号同兴楼礼厅举行，尚祈随带聚餐费二元准时光临，并请将附呈之明信片于三日内先行填寄为感。

南社纪念会成立于1935年12月29日，柳亚子为会长，蒋慎吾任书记，毛啸岑以新南社社员的身份参加了南社纪念会。他一接到通知，立即填寄了附呈的明信片表示愿意参加。

1936年2月7日，毛啸岑参加了新南社第二次聚餐会，赴会者有157人。又与前辈和同志见面了，毛啸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频频举怀。他坐第一席，同席有阎龙图、吴半仙、曹聚仁、林庚白、张聿光、奚燕子、汪亚尘、宋寰公、朱凤蔚、黄寄萍、李汝航、吴企云、余十眉、任味知、范烟桥、柳亚子。这次会议，柳亚子称之为“灵山一会”。会上，推举蔡元培为南社纪念会名誉会长。纪念会添设编辑部，以徐蔚南为主任，计划出版《南社纪念会月刊》及《南社纪念会丛书》。

1936年秋，王绍鏊仍然音讯全无，毛啸岑感到很纳闷。后来从报上看到一则消息：“王绍鏊失踪”。毛啸岑越发觉得奇怪，四处打听，才了解到王绍鏊在赴山西策动阎锡山参加抗日阵营时，有人告密，在返回南方途中被国民党中统特务秘密绑架。毛啸岑立即通过社会关系营救，但未能如愿。

1937年，时局又发生了变化。“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抗日战争爆发。“八·一三”淞沪会战，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汹涌澎湃。然而12月11日，国民党军队西撤，淞沪沦陷。上海租界地区已成孤岛，毛啸岑所在的招商局挂出了美商卫利翰公司的牌子，总公司迁往香港。此时的毛啸岑，真想拿起武器参加抗日的行列，然而，他如今是孤身一人，应该如何干呢？

就在毛啸岑心急如焚的时候，王绍鏊又出现在了他的眼前，他兴奋得跳了起来。

“七·七”事变不久，国民党被形势所迫，宣布释放在押“政治犯”。王绍鏊作为第一批释放者于8月4日出狱。出狱后，他在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工作，同时担任中共上海特科外围组织“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的领导工作，利用各种关系收集敌伪情报。

在上海吴江路吴江同乡会内，毛啸岑又见到了王绍鏊。王绍鏊特别关照毛啸岑，要利用在吴江的关系和影响，支持家乡抗日救国工作。

王绍鏊与毛啸岑一起描绘起了在家乡开展抗日斗争的蓝图。

